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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对劳动力市场的重塑：
赋能效应、现实挑战和规制路径

孙宇涵 1，李文红 1，曾德麟 2

（1. 北京外国语大学 德语学院，北京 100089；2. 北京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44）

摘 要：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治理正在深度重塑劳动力市场。本文系统分析了数据治理对劳动力市场的赋能

效应、现实挑战和规制路径。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已初步形成多层级政策覆盖、多主体协同参与和技术工具逐

步落地的数据治理格局。从数据治理对劳动力市场的赋能效应来看，数据治理有助于改善就业生态和提升就业质

量。尽管数据治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赋能效应突出，但在岗位匹配、人才结构、就业环境和市场公平等方面仍面

临一系列挑战。针对数据治理在优化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的多元约束，中国应积极应对，采取有效措

施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完善技能信号传导机制、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和强化算法公平规制，进一步优化劳动力市场

的整体环境。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数据治理体系改革，为推动中国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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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正经历深刻的数据化转型。一方面，劳动者的技能禀赋、工作绩

效、求职行为和职业社交互动日益转化为可记录、存储和挖掘的数据资源［1-2］。另一方面，平台

经济的崛起催生了网约车司机、在线教育教师等新兴就业形态［3］，衍生出规模庞大且维度丰富

的行为数据和身份数据。在此进程中，数据已从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跃升为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核心

生产要素，重塑了劳动者身份识别机制、企业用工模式和市场资源配置逻辑。然而，随着劳动过

程被全面数据表征，以及雇佣决策日益依赖算法分析，一个关键议题亟待回应：如何构建适配劳

动力市场特征的数据治理体系，在提升要素配置效率的同时，有效规避公平失衡和权益保障缺位

风险？

· 劳动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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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治理是对数据收集、处理、流通、使用全过程进行规范、协调和控制的制度安排。在有

效的数据治理框架下，数据要素流通能够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市场信息对称性和强化劳动者

权益保障，推动劳动力市场向高效、包容和可持续方向发展。反之，若数据治理缺位或失当，则

易引发算法歧视、数据垄断、隐私泄露和权益保障不足等负外部性问题［4-6］。例如，缺乏规制的

招聘算法可能将性别、年龄等敏感特征内化为隐性筛选变量，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统计性歧视风

险。综上，数据治理通过重塑数据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中的配置逻辑和使用效率，已成为影响市场

均衡状态和福利分配格局的关键制度要素。

当前，数据治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赋能效应日益凸显，但学术界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仍显不

足。现有研究主要沿两条脉络展开。一是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影响［7-8］，现有

研究普遍认为，数字经济虽能促进就业规模扩张、工资水平提升和工作满意度改善，但也可能产

生工作强度增加等负外部性。二是聚焦人工智能等特定数字技术的劳动力市场效应［9-11］，尤其是

工业机器人应用的相关研究指出，工业机器人对劳动力市场同时存在岗位替代和生产率提升的双

重效应，且当前以替代效应为主导，上述效应在不同技能劳动力间呈现显著异质性。然而，现有

研究未能充分揭示数据治理作为独立制度变量的作用机制。事实上，数据治理直接决定了数据要

素在劳动力市场中能否实现公平、安全和高效配置，是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之

一。因此，将研究焦点从宽泛的数字经济或单一的人工智能技术转向数据治理，系统阐释数据治

理作用于劳动力市场的传导机制，是当前亟待深化的研究方向。

针对现有研究在作用机制和制度分析层面的缺位，本文系统考察了数据治理对劳动力市场的

重塑作用，并沿以下四条脉络展开论证。一是梳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治理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演进

脉络和现实特征。二是阐释数据治理对劳动力市场的赋能效应，重点分析其在提升岗位匹配效

率、优化技能人才结构、优化就业环境和维护就业市场公平方面的积极作用。三是识别数据治理

在岗位匹配、人才结构、就业环境和市场公平等方面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四是基于前述分析，从

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完善技能信号传导机制、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和强化算法公平规制四个维度，

构建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劳动力市场数据治理体系。本文旨在将研究重点锚定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数

据治理，为理解劳动力市场的深刻变革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并为构建兼顾效率、公平和安全的治

理新范式提供政策参考。

二、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治理现状

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劳动力市场数据治理体系已初步构建，呈现多层级政策覆盖、多主体协

同参与和技术工具逐步落地的特征，其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且治理成效逐步显现。

从制度框架来看，中国已构建了国家统一立法与地方先行试点相结合的双重体系。在国家层

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以下简称《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

法》（以下简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确立了数据治理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数据

安全法》为数据安全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个人信息保护法》规范了数据处理流程，确立了收

集个人信息应取得个人同意和不得超出约定权限范围的原则。2024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源市场规范管理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首次将数据治理聚焦于劳动力市场。该文件针对零工平台线上匹配、网络

招聘和直播带岗等新兴服务模式提出具体监管规范，要求平台落实信息审核责任、加大个人信息

保护力度，并对就业歧视关键词进行监测。《通知》的出台有效弥补了上位法原则性强但实操性

弱的不足，标志着中国人力资源数据治理从宏观制度框架向精细化治理转变。在地方层面，各地

区依托区域特征开展数据治理试点。以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为例，该县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特征

构建“整体智治”人社治理体系，打破了多系统数据壁垒，实现了劳动纠纷和处理情况的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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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管理。

从治理主体结构来看，中国劳动力市场数据治理已初步形成政府主导、行业自律和企业履责

的多元协同格局。在政府层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作为主管部门牵头推进全国劳动力数据监

测体系建设，现已初步建成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资源库。“大数据+铁脚板”服务模式增强了就

业服务的数据感知能力，为研判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和优化就业服务等工作提供了数据支撑。针

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开展立法，网络领域立法已达 180余部。在行业层

面，行业协会发挥着衔接政府和市场的中介功能。以广州人力资源服务协会为例，该协会围绕数

据使用规范、就业歧视防范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等议题提出多项自律倡议和公约，并通过组织内自

查自纠、建立信用评价体系等举措推动形成行业自律机制。在企业层面，市场主体逐步承担起数

据治理的实践责任。在全国 40家数据交易机构中，中小型民营企业作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中坚

力量，贡献的数据产品数量约占 67%；智联招聘、前程无忧和BOSS直聘等头部平台亦不断优化

业务流程和信息审核机制，持续提升数据治理能力。

从技术赋能维度来看，数据治理工具正依据场景特性进行调整，并逐步嵌入中国劳动力市场

治理实践。在通用技术层面，隐私计算凭借“数据可用不可见”的特性，在不直接获取劳动者个

人敏感信息的前提下保障了劳动力技能结构和就业流动趋势等指标的统计分析［12］；算法审计则

聚焦招聘全流程合规性，通过对岗位信息发布等环节的算法模型进行监测跟踪，确保筛选逻辑满

足公平就业要求［13］。在地方实践层面，多地已形成数字治理赋能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化模式。

2025年，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构建的“金职汇”数字就业平台，利用云网信息化技术建成涵盖

25. 8万名适龄劳动力基本情况和学历技能信息的数据库，依托智能算法累计完成 14. 3万次岗位

匹配服务，实现了岗位需求与劳动者能力的精准对接。江西省南昌市推出的“洪城就业通”平

台，运用算法整合多部门数据资源，将企业用工需求与求职者信息进行匹配。2025年，该平台

为 15. 4万名求职者精准投放 50. 8万条岗位信息，并应用人工智能数字人技术搭建直播间，开展

直播带岗服务，拓展了人岗对接的“云探厂”渠道。

三、数据治理对劳动力市场的赋能效应

中国劳动力市场数据治理的初步成效已对市场运行产生了正外部性。从供需匹配视角来看，

针对劳动力市场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和信息摩擦问题，如用人单位筛选成本过高和劳动者技能

供给错配等，数据治理通过构建就业数据一体化服务平台和提升劳动力画像精准度，有效打破了

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壁垒，提升了需求侧的岗位匹配效率。同时，数据治理通过监测岗位技能需求

信号和搭建校企数据对接平台，引导供给侧技能人才分布结构优化，缓解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盲目

性问题。从市场环境视角来看，面对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和算法歧视等

市场失灵，数据治理发挥了矫正功能。一方面，相关部门通过重点群体权益监测和劳动力数据隐

私界定，能够优化就业环境。另一方面，相关部门通过推行算法透明化和加强算法歧视治理，能

够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公平性。总体而言，数据治理作为新型制度供给，充分释放了数据要素

对提升市场配置效率的积极效应。

（一）提升岗位匹配效率

岗位匹配效率是衡量劳动力市场运行质量的核心指标，其高低取决于劳动力供需双方在信息

充分流动基础上实现最优配置的程度。从信息经济学视角来看，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受制于信息

不对称产生的信息搜寻成本和逆向选择。数据治理通过制度化信息整合、供需特征识别和信用体

系构建，系统性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效提升岗位匹配效率。

第一，降低信息搜寻成本，缓解逆向选择。依据柠檬市场理论，当雇主因搜寻成本过高而无

法精确识别劳动者能力时，薪酬决策往往锚定市场平均水平，导致高能力劳动者退出市场，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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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逆向选择。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在于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使优质劳动者的能力信息得以有效传

递。数据治理通过确立统一数据标准和打破部门、行业和企业间的信息壁垒，确保相关信息在不

同系统间实现互联互通［14］，从制度层面缓解了因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问题。相关部门可

以通过构建全国统一的就业信息库，将劳动者技能、学历背景、就业状态和用人单位岗位需求等

数据进行系统性整合，推动信息搜寻模式由分散化转向集约化。利用该信息库，劳动者能够便捷

获取跨行业和跨区域的岗位信息，雇主能够触达更广泛的求职者群体，进而降低劳动者和雇主的

信息搜寻成本。

第二，精准识别供需特征，提升匹配质量。依据信号传递理论，劳动者需通过教育和培训等

方式向雇主传递自身能力信号，但信号传递成本和信号失真可能导致市场效率损失。当信号失真

程度较高时，雇主难以区分高能力劳动者和低能力劳动者，市场匹配效率随之下降。数据治理依

据最小必要原则采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相关数据，通过整合和公开劳动者的技能掌握情况、技

能培训记录及企业的用工记录、招聘趋势等信息，构建劳动者能力画像和用人单位岗位画像。在

画像标准统一和数据来源可验证的前提下，相关部门通过数据治理能够提升劳动力市场供需信号

的便捷度和可信度。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构建人员特征和岗位需求的标签体系，降低劳动者能力信

号的失真程度，防止匹配结果受到用人单位主观判断偏差的干扰，从而有效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岗

位匹配质量［15］。
第三，构建信用评价体系，降低履约风险。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劳动合同签订后，供需双

方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劳动者消极怠工或雇主机会主义违约等行为，这类事后道德风险是阻

碍劳动力市场有效匹配的重要摩擦因素。数据治理通过构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双向信用评

价体系［16］，将劳动合同实际履行情况和职业发展稳定性等信息纳入双方信用档案，形成可追溯

和可验证的信用记录。在合约签订前，劳动者能够查询企业历史信用记录，以规避失信雇主，雇

主也可依据求职者信用记录评估其职业操守；在合约签订后，信用记录对双方构成声誉约束，既

防范劳动者履历造假和工作积极性不足，又防范雇主违背事先约定和单方面变更劳动条件。由

此，数据治理通过上述信用评价体系的制度化运行，有效降低了契约不完全性引致的履约风险。

（二）优化技能人才结构

人才结构性失衡制约了劳动力市场的高质量发展。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取决于其对预

期收益的判断。数据治理通过动态监测技能需求和推动产教深度融合，精准引导职业培训资源配

置，从而优化劳动力市场的人力资本结构。

第一，动态监测技能需求，引导人力资本投资方向。依据劳动经济学基本理论，劳动者的人

力资本投资决策本质上是一种跨期选择，需在当期投入时间和资源，以期在未来获得更高劳动报

酬，该决策的合理性高度依赖劳动者对未来技能需求信号判断的准确程度。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整

合企业用工记录和招聘趋势等多元数据，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动态刻画和分析［17］，并在必要

脱敏处理后定期向社会公布，形成实时的价格和数量信号。劳动者依据上述市场信号规避对需求

萎缩领域的盲目投资，有针对性地提升契合市场需求的技能水平，从而实现人力资本投资预期收

益的最大化。

第二，推动产教深度融合，缩小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背

景下，技能需求结构的变化速度往往快于教育体系的调整节奏，若人才培养体系未能及时捕捉行

业一线变化，便会导致教育供给与就业需求脱节。数据治理通过缩短信号传递的反馈周期，使人

才培养部门能够更及时地响应市场技能需求变化，从而缩小教育与就业之间的信息落差。相关部

门可以通过构建用人单位与院校之间的数据对接机制［18］，使院校依据企业实时发布的岗位技能

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和调整课程内容，使学生在校学习阶段即可熟悉未来工作流程，缩短正式入职

后的适应周期，最终实现人才技能与地方产业的同步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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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精准推动职业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更新效率。教育和培训活动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资源配置的精准程度，当培训资源能够与劳动者技能短板、市场实际需求实现精准对接

时，人力资本积累效率方可得到提升。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整合和规范职业培训资源，为劳动者技

能提升提供制度支撑，并通过识别劳动者能力和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为劳动者定制个性化培训

课程建议，使培训内容与市场需求相契合。同时，数据治理可以对培训全过程进行数字化记录和

效果评估，形成可追溯的培训档案［19］，为后续技能提升和就业匹配提供数据支撑。

（三）优化就业环境

就业环境是衡量劳动者工作效用和主观福祉的关键指标。当劳动者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和数

据隐私泄露风险时，其劳动供给意愿和组织忠诚度会受到抑制。

第一，强化劳动权益保障，降低就业风险。如果对雇主履约状况缺乏充分信息，劳动者将面

临雇主的机会主义行为风险。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构建动态监管体系，依托制度化信息记录和动态

追踪机制，借助社会监督规范企业用工行为，有效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并降低就业风险［20］。
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接入企业和平台用工信息，对劳动者就业情况进行持续动态追踪，推动用工信

息公开和透明，并对破坏就业稳定性的企业行为进行公示。依托数据治理，相关部门可以将监管

工作纳入制度框架，鼓励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和收入异常情况进行在线反馈；相关部门

还可以通过拓展劳动者信息反馈渠道，提升劳动者参与权益监督的能力和维护自身权益的积

极性。

第二，强化劳动者数据隐私保护，提升就业安全感。从劳动经济学和组织行为学交叉视角来

看，当劳动者感知到个人隐私获得制度性保障时，其组织忠诚度和工作态度会显著改善。Zhong
和Feng［21］研究发现，企业层面的隐私保护措施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提升作用，这表明隐私保护

不仅是伦理要求，更是影响劳动力市场收入分配的关键制度因素。立法机关和监管部门通过推动

建立隐私保护机制，在隐私治理关键环节提升员工福祉。一方面，数据治理实现了信息规范化管

理，降低了劳动者信息遭受滥用和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数据治理将个人数据知情权和决定权

赋予劳动者，提升了其在劳动雇佣关系中的议价能力。用人单位通过公布制度性保障措施，使劳

动者感知到权益保障和社会支持，进而提升其就业安全感。

第三，扩大保障服务覆盖范围，提升服务获取效率。社会保障服务覆盖范围和劳动者服务获

取成本是决定就业环境的关键因素。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推进社会保障平台建设，大幅降低社会保

障服务的边际成本，并突破传统服务模式下的时间和空间约束，提高服务可及度和便捷度［22］。
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构建社会保障服务线上平台，并持续优化业务流程，使劳动者随时随地查询社

会保障信息和登记个人权益。同时，自动化流程和智能提示功能能够降低劳动者办理业务的时间

成本和学习门槛，进而提升服务获取效率。

（四）维护就业市场公平

公平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应以机会均等和报酬公平为基本特征。生产要素在分配环节呈现的不

平等状态，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趋势［23］。当算法成为资源配置的核心机制时，若缺乏制度

性约束，这种机制可能掩盖劳动力市场背后的分配不公。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监督算法决策过程、

防范就业歧视和规范薪酬分配方案，提升就业市场公平性。

第一，监督算法决策过程，缓解信息权力不对称。算法权力的本质是依托信息优势形成的垄

断性力量。当算法决策机制不透明时，劳动者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境地［24］，进而丧失对影响自

身权益事项的知情权。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建立算法备案制度，明确要求算法服务提供者公开算法

基本原理、设计目的和主要意图等关键信息，推动算法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接受更广泛的社会监

督。一方面，劳动者能够由此理解影响自身合法权益的算法逻辑，提升其在劳资关系中的议价能

力。另一方面，算法运行的公开与透明机制可以有效防范平台凭借信息优势实施隐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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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防范就业歧视，维护机会平等。用人单位的歧视行为不仅降低受歧视群体的福利水

平，还会扭曲人力资本配置，降低市场整体运行效率［25］。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完善招聘信息管理

制度，联合平台企业和行业组织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动态监测，维护就业机会平等。此外，相关部

门可以通过制定并推行标准化招聘信息格式，进而借助大数据技术，对岗位描述中的歧视性关键

词进行线上监测，并引入算法审计机制，对简历筛选和面试邀约等关键环节使用的算法模型开展

合规审查，确保算法筛选逻辑符合公平就业的基本要求。

第三，规范薪酬分配方案，保障分配公平。劳动要素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份额是衡量整体经

济公平性的核心指标，而薪酬分配方案的公平性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合理转化，还受制于分

配规则的制度设计。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加强薪酬算法运行过程的规范化约束，协同行业组织等主

体完善相关制度建设。此外，相关部门应要求企业在薪酬算法设计阶段将劳动者技能水平及工作

质量等正向激励因素纳入考量，以确保薪酬分配结果与劳动者的实际付出相匹配。同时，相关部

门可以通过规制雇主利用信息优势压低薪酬的行为，确保算法应用具备正当依据，从而提升劳动

力市场的公平分配水平。徐怀宁和田亚男［26］的研究指出，数据要素市场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向劳

动者支付的劳动报酬份额，这一发现从侧面印证了数据治理在收入分配公平性方面的积极作用，

即劳动者能够充分参与数据要素驱动的价值创造，并分享由此产生的发展成果。

四、数据治理赋能劳动力市场的现实挑战

当前，数据治理在赋能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仍面临多重约束。这些约束主要源于制度供

给滞后、技术应用边界模糊和多元主体利益协调机制缺失，限制了数据治理效能的充分释放。本

文从岗位匹配、人才结构、就业环境和市场公平四个维度，分析中国数据治理在劳动力市场中面

临的现实挑战。

（一）岗位匹配维度的挑战

第一，数据要素流通壁垒。尽管中国已建成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枢纽，但在劳动力市场领

域，不同部门和不同区域间的数据要素流通壁垒仍未完全打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就业信

息、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的监管数据和教育部学历数据分散于不同管理系统中，

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健全。劳动者需在多个平台间切换获取信息，雇主亦面临多头数据接入负担，

信息搜寻成本的有效控制受到制约。部分地区虽建立了地方性就业平台，但各平台间数据标准不

统一且接口未打通，形成新的数据分割现象，跨区域求职仍存在信息障碍。例如，2025年，湖

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武汉现代人力资源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方案》明确提出，支持经营性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享数据信息，夯实支撑人力资源供需对接的数据基础。这一政策部署从侧面

印证了当前数据要素分散于多部门且尚未实现有效整合的现实挑战。

第二，算法画像偏差。尽管数据治理理论强调数据采集应遵循规范性原则，但劳动者信息的

多源性导致数据质量存在显著差异。部分平台为追求用户画像的可得性，过度依赖第三方数据源

和网络爬虫技术，数据准确性和时效性难以保障。同时，劳动者可能通过虚报学历背景和虚构培

训记录等方式进行策略性信息操纵，降低个人画像的准确率。2024年，四川省江油市对V3. 0系

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据进行全面清理时发现，16周岁以下人员中有 8人被误报为外出务工，

年满16周岁学生群体中有33人被误报为外出务工，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人员中有1 039人被误报为

外出务工，甚至死亡和失踪人员中也存在被误报为外出务工的情况。数据失真若未得到及时纠

正，将直接导致基于该数据的岗位匹配决策产生系统性偏差。最终，雇主可能对劳动者信息丧失

信任，或基于失真画像作出不当雇佣决策，造成新的匹配效率损失。

第三，征信体系覆盖不足。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信用评价体系仍处于制度建立初期，覆盖

范围集中于头部平台，大量中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尚未建立信用档案。信用记录跨平台互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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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缺失，劳动者职业信用难以在不同雇主间有效传递，雇主的用工信用也无法被劳动者广泛获

取。部分平台自建信用评价标准不透明、不统一，评价结果公信力难以保障，反而可能干扰市场

主体的决策。

（二）人才结构维度的挑战

第一，需求信号时滞。现行的数据治理体系在判断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时，往往依赖历史数

据，而这种监测方式仅能刻画过往的市场均衡状态，缺乏对技术冲击引致的未来技能需求的前瞻

性识别能力。在数字技术迭代加速的背景下，新业态和新技能持续涌现，劳动者依据历史信息制

定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将偏离最优路径，产生结构性失业风险。同时，用工数据采集过度集中于

线上平台领域，对传统制造业和线下服务业的覆盖不足，需求信号存在样本选择偏差。该偏差进

一步放大了信号时滞的负面效应，使数据治理难以准确反映劳动力市场的真实供需结构。

第二，产教供需匹配摩擦。尽管数据治理旨在降低用人单位与院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在

实践中，校企数据共享仍面临多重制度性约束。企业因商业秘密保护需求而缺乏数据供给意愿，

形成供给侧的信息壁垒；院校受限于数据要素吸收能力不足，难以将海量用工数据转化为专业设

置调整的有效决策依据，构成需求侧的吸收障碍。同时，双方数据标准异构进一步增加了跨组织

数据交互的协调成本。尽管已有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以缓解上述摩擦，但该模

式仍处于先行先试阶段，国家层面尚未建成统一的产教融合数据平台，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

的结构性错配问题依然突出。

第三，培训资源推送精准度不高。当前，数据治理工具虽支持基于用户画像的培训课程推送

功能，但推送算法的内生偏差易引发信息茧房效应，使劳动者仅接收到与其既有技能相关的培训

信息，抑制了跨领域能力拓展和通用性人力资本积累。同时，培训市场监管机制缺位会导致信息

失真，部分培训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虚假信号发送，致使劳动者的时间和资金投入无法转化

为有效技能增量。此外，培训效果量化评估体系尚未健全，劳动力市场缺乏统一且可靠的技能认

证标准，劳动者难以准确衡量所学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回报，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不确定

性进一步加大。

（三）就业环境维度的挑战

第一，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缺位。尽管数据治理旨在实现实时动态监管，但监管部门间的数

据壁垒阻碍了监管资源的协同配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税务

总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分别归集用工数据、企业资质信息、薪酬发放记录和

平台运营数据，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尚未打通，灵活就业群体权益保障存在监管盲区。由于监管

部门无法获取完整的真实用工信息，传统抽查式监管难以覆盖高度分散化的灵活就业群体，致使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和工伤纠纷多发等问题长期存在。2025年，湖北省宜都

市创新推出“134”劳动保障智慧监管模式，该模式由地方政府主导，整合税务、社保和银行等

13类政务数据，构建“政务+市场”双维度数据池，并实现企业劳动用工风险精准画像，为破解

信息碎片化提供了经验。但是，该实践仍局限于地方政府层面，全国范围内统一的跨部门协同监

管机制尚未建立。

第二，数据隐私保护制度执行效能不足。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了最小必要原则，但

在数据采集实践中，该原则的落地仍面临双重约束。一方面，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议价弱势

地位，为获取就业机会往往被迫接受用人单位的过度信息采集，“形式同意”掩盖了实质性的隐

私让渡，构成不完全契约下的权利虚置。另一方面，算法决策的不透明性使劳动者难以知悉个人

数据的处理逻辑和共享对象，知情权和决定权因信息不对称而无法有效行使。相关部门在数据治

理时，应贯彻最小必要原则，探索开展算法安全和伦理审计，并明确各方主体责任边界，以保障

劳动者对个人数据的知情权和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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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数字化服务存在可及性偏差。社会保障线上平台虽提升了服务供给效率，但老年劳动

者、低技能劳动者和农村劳动者等群体因数字素养、基础设施和信息获取能力的系统性差异而面

临显著的数字接入障碍［27］。部分老年劳动者受限于数字技能积累不足，农村地区受制于网络覆

盖水平和智能设备普及率的区域差距，灵活就业人员则因社会保障流程信息传递不充分而难以有

效使用线上服务［28］。若社会保障数字化进程忽视弱势群体的可及性需求，数字化红利将呈现非

均衡分配特征，部分劳动者因公共服务获取成本上升而面临更高的就业风险暴露度，最终导致强

化而非缓解劳动力市场的既有不平等结构。

（四）市场公平维度的挑战

第一，算法备案制度执行效能不足。尽管《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平台公

示算法基本原理，但实践中备案信息多停留于原则性描述，劳动者难以据此评估算法对自身权益

的实际影响。同时，算法运行动态调整的特性使一次性静态备案难以覆盖持续演化的算法规则，

监管部门因缺乏实时追踪手段而面临动态监督能力约束。部分平台还可能利用算法不透明性实施

隐性控制，在任务分配和薪酬设定等环节形成决策“黑箱”，导致劳动者知情权和监督权无法有

效行使。2025年，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指导与推动下，已有 15家头部平台企业开展了算法和劳

动规则集体协商，覆盖劳动者超过 2 000万人。然而，采取该实践的平台占全国平台总数的比例

极小，算法备案制度的普遍执行效能仍待提升。

第二，隐性歧视识别机制缺位。尽管数据治理能够通过关键词监测识别显性歧视，但算法模

型在训练过程中可能将历史数据中的结构性偏见内化为决策规则，对特定群体产生系统性不利影

响。此类歧视往往被隐藏于复杂的模型参数之中，规制部门仅凭表层语义分析难以察觉。算法甚

至可能以籍贯和面部特征等与职业能力无关的变量作为生产率的代理指标，间接导致地域歧视和

容貌歧视。当前的审计技术尚不足以全面捕捉劳动力市场中的隐蔽歧视行为，监管部门面临较高

的技术门槛和信息成本。

第三，薪酬分配保障机制缺位。尽管数据治理具备提升劳动报酬份额的制度潜力，但该效应

的实现以合理的分配制度安排为前提。当前，薪酬算法保障机制尚不足以约束企业的策略性分配

行为，企业能够借助动态调整激励规则等手段间接压缩用工成本，在薪酬设定环节侵蚀劳动者应

得报酬。以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等群体反映的算法压价问题为例，该现象持续存在表明现有保

障机制未能有效矫正平台企业的利益分配失衡倾向，导致劳动者实际劳动报酬遭受系统性损失。

五、劳动力市场数据治理的规制路径

当前，数据治理在优化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面临多元约束，中国应构建以劳动力市场

效率与公平为导向的规制体系。基于对岗位匹配、人才结构、就业环境和市场公平四个维度现实

挑战的系统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数据治理的规制路径：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完善技能信号传导机

制、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和强化算法公平规制。

（一）打破数据信息壁垒，建设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平台

第一，建立跨部门劳动力市场数据共享和互操作制度。当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等部门之间的就业数据分散于异构系统，数据共享机制

缺位显著增加了信息整合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相关部门应建立跨部门劳动力市场数据共享和互操

作制度，明确各部门的数据共享范围、接口标准、使用权限和安全责任边界。此外，相关部门应

依托国家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推动就业信息在不同部门间实现互联互通，以消除数据要素流

动的制度性摩擦。同时，立法机关应借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关于数据可携带权的规

定，赋予劳动者对其个人就业数据的控制权和转移权，使劳动者能够通过标准化接口在不同平台

间便捷迁移数字画像和职业信用记录，进而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平台切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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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统一劳动力市场数据采集标准，健全数据质量核验和评估制度。针对劳动者数据质量

异质性强和数字画像信号失真显著的问题，中国应构建覆盖采集、存证和评估全链条的数据质量

治理体系。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制定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数据采集标准，明确学历、技能和工作经

历等关键要素的采集规范和格式要求，推动各平台按照统一标准采集和存储数据，以降低跨平台

数据整合的标准化成本。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应依托区块链技术建立数据溯源和核验机制，实现

学历证书和技能认证等关键信息的链上存证和跨平台互验，从技术层面压缩虚假信号的生成空

间。同时，中国应培育独立的第三方数据质量评估机构，对平台数字画像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开展专业评估，并向社会公示，借助声誉机制激励平台提升数据质量。

第三，建立覆盖全域的劳动力市场信用评价互认制度。针对当前信用评价体系集中于大型平

台企业，以及大量中小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未被纳入信用档案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中国应建立覆

盖各类市场主体和劳动者的统一信用评价互认制度，将劳动合同履行、薪酬支付和职业稳定性等

行为信息纳入信用档案。相关部门应推动建立信用记录跨平台和跨区域互认机制，使劳动者职业

信用能够在不同雇主间有效传递，雇主的用工信用亦能为劳动者广泛获取，以内部化信用信息的

网络外部性。同时，相关部门应制定统一的信用评价标准，确保评价过程公开透明，提升公信

力，从而有力规制平台企业滥用信用评价实施算法控制的行为。相关部门还应牵头探索建立全国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信用评价互认制度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二）完善技能信号传导机制，构建产教融合的数据生态

第一，建立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实时监测和前瞻性预测制度。针对当前劳动力市场技能需求

监测过度依赖历史数据，以及对新业态技能需求存在显著信号时滞的问题，相关部门应整合平台

用工数据、招聘信息和薪酬波动等多源异构数据，开展技能需求实时监测，以刻画劳动力市场人

才需求的动态特征。此外，相关部门应联合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基于产业发展规划和技术演进

趋势开展技能需求预测，定期发布紧缺人才目录和未来技能趋势报告，为劳动者职业选择和技能

培训提供公共信息锚点。中国应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现行“最缺工”职业排行的基础上，拓

展监测范围，并提升预测精度，以提升公共信息产品的信号质量。

第二，建立产教融合数据共享和协同治理制度。针对校企数据衔接中的协调失败问题，相关

部门应建设产教融合数据共享和协同治理平台，明确数据采集标准和安全保障要求。中国应建立

激励企业向院校开放用工数据的响应机制，对积极参与数据共享的企业实施税收优惠，以内部化

数据正外部性，并降低校企合作的交易成本。同时，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应加强院校数据解读和应

用能力建设，支持院校将用工数据转化为专业调整的科学依据。省级人民政府应推动市域产教联

合体和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以促进人才培养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动态适配。

第三，建立职业培训精准推送和效果评估制度。针对培训资源匹配摩擦显著和质量信号缺失

等问题，相关部门应建立基于用户画像和市场需求的个性化推送制度，并建立培训效果量化评估

和信用激励制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通过规范培训推送算法，提升算法透明度和公平性，以矫

正算法歧视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扭曲。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应制定统一的培训效果评估标准，引

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培训质量进行独立认证，并将培训成果纳入劳动者信用记录，以强化声誉机

制对培训质量的约束作用。同时，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培训市场的规制，依法治理夸大宣传和虚假

承诺等行为，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三）健全权益保障机制，弥合数字治理的制度鸿沟

第一，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和数据共享制度。针对跨部门监管协调失败问题，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应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税务总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建

立协同监管与数据共享制度。中国应设立劳动力市场数据监管协调机构，统筹各部门数据需求和

监管资源配置，并建立灵活就业群体用工信息数据库，以实现合同签订、薪酬发放、社保参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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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纠纷等信息的实时汇聚和动态监测。例如，相关部门可以在浙江省“浙里就业”平台实践的

基础上增加个性化信息反馈功能，推动监管模式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警转型，使监管资源精准投

向权益保障薄弱岗位，以矫正传统抽查式监管的信息不对称缺陷。

第二，提升劳动者数据隐私保护制度的实施效能。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最小必要

原则，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应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升劳动者数据隐私保

护制度的实施效能。此外，相关部门应规范平台用户协议，禁止将数据授权和基本服务绑定，以

确认劳动者对个人数据收集的排他性控制权。相关部门应在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

治理的基础上，持续开展人力资源服务平台数据合规审查，以规制平台利用数据优势谋取不当利

益的行为。同时，相关部门应明确平台的算法透明度义务，要求平台向劳动者清晰说明个人数据

使用方式和共享主体范围，以矫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知情权形式化缺陷。

第三，推进包容性数字治理，以矫正社会保障服务可及性偏差。针对社会保障数字化进程中

公共服务可及性偏差问题，相关部门应推进包容性数字治理，以确保各类劳动者平等享有数字化

服务的实质自由。此外，相关部门应保留必要的线下服务渠道，为数字技能匮乏的老年劳动者和

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传统服务方式，以实现线上线下组合服务的边际社会福利最大化。中国应加强

数字技能培训，并优化线上服务界面和流程，以提升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存量和降低服务获取的

交易成本。例如，相关部门可以在部分地区“帮办代办”服务实践的基础上，为特殊群体提供个

性化服务支持，以防范非标准化服务供给中的寻租风险，确保社会保障数字化变革的普惠性。

（四）强化算法公平规制，构建透明公正的算法治理框架

第一，完善算法备案和透明化制度，矫正信息不对称。针对算法备案制度面临的策略性合规

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关部门应依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完善算法备案和透明

化制度，明确算法备案信息披露标准，要求平台公示算法基本原理、关键参数设置逻辑、算法对

劳动者权益的潜在影响和相应保障措施，以降低监管机构和劳动者的信息验证成本。此外，应建

立算法运行动态监督机制，对算法模型调整开展持续备案和审查，以确保算法决策全周期的契约

可执行性。例如，相关部门可以在上海市普陀区推动“饿了么”签署网约配送算法和劳动规则协

议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制定行业层面算法透明化自律公约，以克服个体平台算法披露激励不足的

集体行动困境。

第二，建立隐性歧视识别和防范机制，矫正统计性歧视。针对算法决策中统计性歧视导致的

推断偏差问题，相关部门应建立多维度隐性歧视识别和防范机制，运用算法审计技术对算法模型

输入变量、决策逻辑和输出结果实施系统性审查，以识别产生歧视性效果的变量组合和权重设

置，并降低信息验证成本。此外，应建立劳动者申诉和救济渠道，对疑似算法歧视个案开展调查

和处置，以修复受损的契约关系。相关部门可以在欧盟《可信人工智能伦理指南》非歧视性要求

的基础上推动建立独立算法审计机构，以提升歧视识别的专业性和公信力，并形成可信承诺。同

时，相关部门应提升招聘信息数据监测能力，对隐性歧视实施常态化排查，以矫正劳动力市场的

信号失真。

第三，加强薪酬算法公平性规制，矫正剩余索取权错配。针对平台依托数据垄断地位在薪酬

设定中谋取不当利益且导致劳动者合法收益受损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强薪酬算法公平性规制，

建立薪酬算法合规性审查制度，要求平台披露薪酬计算基本规则和关键参数，以确保薪酬分配与

劳动者边际产出相匹配，并抑制信息租金的单向转移。此外，相关部门应在外卖配送费算法规则

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推动建立行业统一薪酬算法规范，以降低跨平台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交易成

本。同时，相关部门应建立薪酬算法第三方评估机制，对平台薪酬分配公平性实施定期评估，并

向社会公示，以构建劳动者合理分享数据要素价值和创造预期收益的分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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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haping the Labor Market through Data Governance: 
Empowerment, Challenges, and Regulatory Pat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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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data,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 is transforming the way the labor market 
functions.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s 
on employment, while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how data governance affects labor market functioning. 
Taking data governance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empowering effect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regulatory pathways.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labor market data governance in China shows that a governance framework has initially 
taken shape, which is built upon laws and regulations, multi‑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and digital technology suppor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as well as the market environment, the empowering effects of data governance 
are reflected in four dimensions. First, it improves matching efficiency by reducing information search costs, accurately 
identify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and establishing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s. Second, it optimizes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by monitoring skill demand, promoting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precision of vocational training. Third, i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he employment environment by strengthening labor rights 
protection, safeguarding data privacy, and expanding protection services. Fourth, it enhances market fairness by supervising 
algorithmic decision‑making, preventing employment discrimination, and regulating wage distribution.
  Despite these significant empowering effects, data governance still faces several practical challenge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caused by data barriers, limited real‑time monitoring of skill demand, inadequate 
collabora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constrain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lgorithm filing system. In response, this 
paper proposes targeted regulatory pathways, including breaking down cross‑departmental data barriers and building a 
unified and open labor market information platform, improving skill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and constructing an 
industry‑education data ecosystem, strengthening collaborative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improving safeguards for wage 
distribution. Through these measures, differentiated policy support can be provided for workers and enterprises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of different scale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key role of data governanc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It 
can help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ormulate more targeted data governance policies, provide differentiate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workers and enterprises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guide the labor market toward 
greater efficiency, inclusiveness, and sustainability.
Key words：data governance； labor market； employment ecosystem； employment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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